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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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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面对崛起中的大国时，中小国家将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长期围绕“制衡”（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与“追随”（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这两个关键

概念展开辩论。① 然而，有关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经验研究则指出，制衡

与追随并不能准确描述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东

南亚乃至东亚的大多数国家均与中国开展密切的经济与外交合作，同时与

美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合作。换言之，针对中国的追随与制衡行为是

并存的。那么，如何概括并解释这种混合战略？在过去十几年间，国际关系

学者结合东南亚的现实，对“制衡”与“追随”的概念进行了修正，重新提炼出

了一系列新的术语，如“软制衡”（ｓｏ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②、“低强度制衡”（ｌｏｗ－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③、“间接制衡”（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复合制衡”（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④和“适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⑤等。

①

②

③

④

⑤

肯尼斯·华尔兹是制衡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在面临快速崛起的大国时，其他
国家将会采取制衡策略，加入竞争大国中较弱的一方。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１２７；

追随则被认为是与制衡截然相反的策略。根据追随理论，中小国家因国力有限，很难改变
大国竞争的格局，从而将选择加入大国竞争中较强的一方，以图避免大国的攻击，或者与
胜利者一同分享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而产生的红利。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１３２：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１９９４，ｐｐ．１０１－１０２．

Ｙｕｅｎ　Ｆｏｏｎｇ　Ｋｈｏｎｇ，“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　Ｊ．Ｊ．Ｓｕｈ
ｅｔ　ａｌ．，ｅｄ．，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Ｄｅｎｎｙ　Ｒｏ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ｒ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３０５－３２２．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２，Ｎｏ．３，２００８，

ｐｐ．１１３－１５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５，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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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的概念丰富了对经验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学术对话的有效进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摒弃繁复的名词，采用“对

冲”（ｈｅｄｇｉｎｇ）这一概念来概括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作出的战略选择。然而，

“对冲”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具体而言，“对冲”越来越

成为一个笼统的名词，被用来概括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泰国等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①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以及

同一国家不同政府）的外交政策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学者忽视。正如戴

伦·林（Ｄａｒｒｅｎ　Ｊ．Ｌｉｍ）与扎克·库珀（Ｚ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指出的：“从经验出发，

东亚所有国家（除朝鲜外）都可以说成是在实施对冲。因变量变化的缺失进

一步破坏了这一概念的分析价值。”②

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又

该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５个东南亚国家，它们分别

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根据已有文献，这５个国家

均对华奉行对冲战略。本文通过系统测量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７年这５个东南亚

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以此来衡量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测量

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对

冲”这一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尝试对这些国家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作出系统解释。分析发现，

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开展密切安全合作的必

要条件。这一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外交成效

①

②

参见期刊《亚洲安全》２０１７年特刊，其中包括：Ａｎｎ　Ｍａｒｉｅ　Ｍｕｒｐｈｙ，“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１７４－１７７；Ｅｌｉｎａ　Ｎｏｏｒ　ａｎｄ　Ｔ．Ｎ．
Ｑｉｓｔｉｎａ，“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２０１；Ｅｍｉｒｚａ　Ａｄｉ　Ｓｙａｉｌｅｎｄｒａ，“Ａ　Ｎ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ｒｅａｔ，”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２３９；Ｐｏｎｇｐｈｉｓｏｏｔ　Ｂｕｓｂａｒａｔ，“Ｔｈａｉ－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ｒａ：Ｕｎｔ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

ｐ．２５７．
Ｄａｒｒｅｎ　Ｊ．Ｌｉｍ　ａｎｄ　Ｚ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ｄｇｉｎｇ：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７０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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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及质疑。此外，受国内反美情绪的影响，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与美国

的安全合作水平普遍较低。同时，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

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

因素。

二、对冲：发展与局限

“对冲”本是金融学概念，在过去几年间，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逐渐

广泛，定义也逐渐清晰。“对冲”指的是国家通过同时采取相反的甚至相互

矛盾的行动，以降低每一种行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① 麦艾文（Ｅｖａｎ　Ｓ．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在论述中美两国针对彼此采取的对冲战略时，将“对冲”定义为“一

方面强调接触与一体化机制，而另一方面则强调现实主义式的制衡，（制衡

主要采取）与亚洲国家开展外部安全合作以及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形式”②。

这一定义凸显了对冲作为一种混合战略的特性。

实际上，在东南亚的情境下，对冲也体现为一种混合战略。如果将制衡

与追随视为中小国家外交战略选择中的两个极端，对冲则是二者之间的一

条中间道路，兼具制衡与追随的特征。例如，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认为，对冲战略有两个构成部分：一个是“收益最大化”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指通过与崛起大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中小国家可以在

短期内从大国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另一个则是“风险预防”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指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风险做好准备。③ 中

①

②

③

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４，Ｎｏ．３，

２０１４，ｐ．３３３；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８，

ｐ．１６３．
Ｅｖａｎ　Ｓ．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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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ａｎｄ　Ｅｌｉｔｅ’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Ｎｏ．４，２０１３，ｐ．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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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王栋也强调对冲所体现出的“策略集合”的属性，他认为对冲囊括了

五种策略，分别为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其中接触和束缚属合作性

战略工具，防范、牵制和制衡则为强制性手段。① 如果将“对冲”这一抽象的

概念转化为可供观察的指标，实施对冲战略的具体行动则可能包括：第一，

增强军事实力而不明确指明竞争对手；第二，积极参与基于自愿原则（而非

规则）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第三，避免坚定的制衡或追随；第四，同时同等地

改善与两个地区最强国家的关系等。②

那么，究竟什么是对冲战略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为战

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③ 凡·杰克逊（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认为，３个因素可

以解释对冲战略的产生：第一，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具体而

言，中国是否将赶超美国？一旦赶超发生，中国是否会改变地区秩序？美国

是否有维护其亚太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④ 第二，多极体系下国家对彼此意

图及联盟稳固性的不确定性。⑤ 第三，亚洲国家关系网络中蕴含的敏感性

（如历史问题）、变化性（如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突然调整）以及多个权力等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３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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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ｐ．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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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６３－１６５．

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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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ｐ．３３８．
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４，Ｎｏ．３，

２０１４，ｐ．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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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与议题等级结构可能存在的冲突与矛盾。①

与复杂的外部环境并存的，是国内政治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选择带

来的影响。例如，有研究从增进政府绩效合法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

角度出发，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在加强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同时，寻求与中国

改善和升级双边关系。② 此外，作为东盟十国中仅有的两个和美国签署过安

保条约的国家，泰国和菲律宾近年来在中美之间的游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

国内合法性建构的影响。③ 不仅如此，政治精英共识的缺乏、派系政治也可

能导致对冲战略的产生和延续。④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已经对“对冲”的定义及产生原因进行了较为清晰

的阐述。然而，对冲研究仍面临着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对冲作为一

个标签，往往被用来概括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⑤ 而另一方面，

不同东南亚国家（或一些国家的不同政府）却采取了具有明显差异的大国外

交政策。⑥ “对冲”概念的这一笼统性和模糊性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林（Ｄａｒｒｅｎ　Ｊ．Ｌｉｍ）与库珀（Ｚ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就十分正确地指出：“‘对冲’变成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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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签，而不是一个具有理论变化、可证伪的预测以及具体的概念化与测

量的分析性概念。”①

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主张重新定义“对冲”。林与库珀也主张从安

全角度界定“对冲”，从而更加准确地辨别哪些国家真正奉行对冲战略。他

们指出，可以从两个维度划分东亚国家的战略选择：第一，是否和中国有重

大安全争端；第二，是否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根据该理论，菲律宾和日本

既与中国存在争端，又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因而可以算作美国的“坚定盟

友”。泰国、韩国、澳大利亚虽签有安保条约，但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重大安全

争端，所以是美国的“有保留的盟友”。越南和马来西亚则因同中国存在争

端，且与美国没有签署安全条约而成为美国“未来的伙伴”。上述两个条件

都不具备从而奉行对冲战略的国家，则仅有新加坡、缅甸、印尼与文莱。② 与

此类似，中国学者刘若楠也认为，应将对对冲的讨论集中在安全领域，即仅

“当一国与两个彼此竞争的国家都发展安全关系时，才能被视为对冲”③。从

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超过了

“对冲”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范围。

不同于以上研究，本文并不寻求进一步完善或窄化“对冲”的内涵，并据

此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进行更精准的归类。相反，本文选择将“对冲”

视为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像林与库珀所建议

的那样，在“制衡—对冲—追随”这一渐变的光谱上划出明确的分界线。事

实上，一些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林与库珀所提出的两个

因素———“是否和中国有重大安全争端”与“是否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

则接近于常量，无法为战略的调整提供解释。以菲律宾为例，从阿罗约政府

到阿基诺三世政府，再到当下的杜特尔特政府，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就出现了

①

②

③

Ｌｉｍ　Ｄａｒｒｅｎ　Ｊ．ａｎｄ　Ｚ．Ｃｏｏｐｅｒ，“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ｄｇｉｎｇ：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０，２０１５，ｐ．７０２．

Ｉｂｉｄ．，ｐ．７１０．
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１１

期，第７０页；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博士学位论文，清华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２０１６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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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旦回到经验证据的层面，林与库珀的归类就出现了

明显的偏差。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对冲”还是一个矛盾体、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是，作为一个“策略集合”，对冲战略中所囊括的相互矛盾的策

略是否会相互作用？这种内在的矛盾又是否会推动对冲战略向战略光谱的

两个极端（即“完全的制衡”或“完全的追随”）演变？具体而言，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的持续“接触”，是否会促使其逐步放弃对中国所采取的“牵制”或

“制衡”等“强制性手段”？① 对于这些问题，已有的关于对冲的研究没有给

出明确答案。然而，随着中美竞争的升级，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选边”压

力也可能随之增加，理解对冲的内在矛盾与演变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

意义。

综上所述，对冲作为一个过于宽泛的标签，其局限已经引起学者们越来

越多的关注。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选择抓住战略光谱的一端，测量更易观

察的样本国政府的对华制衡水平。测量结果证明，“对冲”概念的使用掩盖

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中的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体系与单位

层级的条件变量，对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作出解释。本文的

第四部分将对具体测量方法和结果予以说明，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将基于已

有研究成果和经验观察提出本文试图检验的一系列假说。

三、理论框架与假说

值得说明的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和国别研究中，并不缺少解释性的研

究成果，相对欠缺的是对理论的科学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３个方

面：第一，将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与东南亚的现实相联系，提炼出可供检验

的假说；第二，将东南亚国别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引入比较的视角，提炼出

可供检验的假说；第三，对所涉及的结果变量及条件变量进行系统的测量，

对假说进行科学检验。

①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３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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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条件之一是

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对此，肯尼斯·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的一个

著名论述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次强国（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ｓ）将涌向较弱的

一方。”①然而，这一论述与东南亚的实际严重不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南

亚国家并没有选择与中美实力对比中“较弱的一方”———中国结盟。对于权

力制衡理论的缺陷，史蒂芬·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做出了重要的修正，

他提出，国家制衡的对象并非“权力”，而是“威胁”。沃尔特为制衡理论引入

了大量被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忽视的因素，他指出，中小国家的威胁观可能

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即与崛起大国的地理邻近性、崛起大国的整体实力

与进攻实力以及中小国家所感知到的崛起大国的进攻意图。② 如果将沃尔

特的理论应用于东南亚，可以提炼出一系列可供检验的假说。例如，美国因

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理距离较远，更容易被东南亚国家视为“离岸平衡手”；

而中国因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理距离较近，更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制衡的

对象。然而，无论从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来看，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或中国

的地理距离都接近于常量，因而无法为东南亚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政

府）之间对外战略的差异性作出充足的解释。因此，本文不对这一假说进行

检验。而东南亚国家所感知到的中国的进攻意图，则因领土主权纠纷的存

在与否而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越强烈，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越紧

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此外，中国的综合国力也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明显变化。已有的关于对

冲的研究强调不确定性，认为中小国家要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

风险做好准备。因此，结合东南亚的实际，可以作出这样的合理推论，即随

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东南亚国家将通过加强与

美国的军事合作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从而抵消中国崛起所带

来的长期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①

②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１２７．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ｐｐ．２２－２６．



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差异的分析———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１２５　　

假说２：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强，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

合作越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另一个可能影响中小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对大国的经济依

赖水平。阿尔伯特·赫希曼（Ａｌｂｅｒｔ　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关于贸易与国家权力的

理论就指出，如果大国是中小国家不可替代的出口市场或进口来源，大国将

获得对中小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①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

与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也将不对称的经济依赖视为权力的来源。② 相

应地，可以作出这样的合理推论，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能促

使这些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安全利益，从而在与美国

开展安全合作的问题上采取更加审慎的立场。同理，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

经济依赖水平越高，其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将更多地考虑美国的安

全利益，并与美国开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

假说。

假说３：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水平越低，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越

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假说４：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水平越高，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越

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不仅反映了前者的利益和政

策偏好，而且也体现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换言之，对中国采取

制衡措施，既可能是东南亚国家出于自身需求，也可能是其受到美国的外在

驱动。已有研究指出，美国对东南亚的关注和外交资源投入经常出现明显

波动，其东南亚政策摇摆于“过度军事化”与“系统性忽略”之间。③ 因此，要

解释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美国对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外交资源投入也

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①

②

③

Ａｌｂｅｒｔ　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５），ｐ．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７），ｐ．２６８．

Ａｌｉｃｅ　Ｂ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Ｎｅｇｌｅｃｔ？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３６９－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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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５：东南亚国家在美国外交战略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与美国的安

全合作越紧密，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高。

除中美实力对比、经济依赖等结构性因素以外，还需要考虑一系列国内

政治层面的变量。首先是国内政治制度。受“民主和平论”的启发，一些学
者进一步揭示，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建立国际制度，以促进国家间合作。① 经
历了民主转型的国家也将签订更多的安全条约，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安

全目标。② 由此可以推论，国内政治制度与美国接近的东南亚国家，其与美
国的安全合作也可能更密切，对华政策中的制衡因素也可能更加凸显。另
一方面，针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国别研究也有类似结论。有学者指出，一些

东南亚国家政府欠缺程序合法性，因而不断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目的是
期望通过实现国内经济更快速的增长，以此强化政府的绩效合法性。③ 东南

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军事援助的可获得性。在泰
国的案例中，尽管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签约盟友”，但自２０１４年泰国政
变以来，美国削减了对泰军事援助，泰美安全合作也出现明显降温。④ 此外，

美国对一些东南亚国家国内人权状况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这
些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一点在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有突出体现。据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６：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与美国差异越大，与美国的安全合
作水平越低，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低。

最后，不同于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不再是由政治精英

垄断的、封闭的过程，而是受到各种社会行为体的影响。⑤ 因此，民意是解释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　Ｗｅｉｆｆ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２，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５６９－５７０．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Ａｌｃａｎｉｚ，“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４，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３０６－３４０．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ｄｇ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８，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１６０．
Ｐｏｎｇｐｈｉｓｏｏｔ　Ｂｕｓｂａｒａｔ，“Ｔｈａｉ－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ｒａ：Ｕｎｔ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２６７－２６９．
Ａｎｎ　Ｍａｒｉｅ　Ｍｕｒｐｈｙ，“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

ｐｐ．１７８－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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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安全合作时不可缺少的变量。必须承认的是，影响民意

的因素很多，如历史因素（如战争）、意识形态因素、宗教因素等。本文仅对

宗教因素进行检验，这首先是因为，本文所研究的五个东南亚国家历史上均

未建立过共产主义政权。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穆斯林因素对一个国家

对美政策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证实。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曾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的冲突已经取代意

识形态分歧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冲突的主要来源，其中又尤以西方文明与

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①艾瑞克·沃腾（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针对联合

国大会投票所开展的研究也显示，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外交政

策跟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② 与此同时，来

自东南亚的证据也显示，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反美情绪。③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反美情绪深刻地影

响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美国双边关系的发展。④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说。

假说７：东南亚国家穆斯林人口所占比重越大，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

越低，其对华战略的制衡水平越低。

四、案例选择与数据处理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由查尔斯·拉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等人提出，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ｍ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２，Ｎｏ．３，１９９３，ｐｐ．２２－４９．

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Ｃｌａｓ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２，

Ｎｏ．２，２０００，ｐ．２１３．
相关数据可参见皮尤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７年对一些国家开展的民意调

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２／ｓｕｒｖｅｙ／ａｌ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１２日。

Ａｌｉｃｅ　Ｂ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Ｎｅｇｌｅｃｔ？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３７７；Ｅｕａｎ　Ｇｒａｈａｍ，“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５，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３２４；Ｍａｒｋ　Ｂｅｅｓｏｎ，“Ｕ．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２００４，ｐｐ．４５２－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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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一种。① 近年来，该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应用，国内一些学者也已经对该方法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和详

细的展示。② 鉴于此，本文不再赘述该方法的基础要义和操作程序。但值得

说明的是，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尤其适合在中等样本量的前提下对复杂因果

联系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采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因。

（一）案例的选择与划分

本文选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作为研究对象，

原因有二：首先，这５个国家是东盟的创始国，在东盟内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更重要的是，已有文献均用“对冲”来概括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③ 通

过对结果变量的系统测量，本文发现，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存在

极大差异，这进一步揭示了以往有关对冲的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在此基础

上，本文对结果变量的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释。

在对数据来源和变量操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明确本文案例的划分

方法。本文采用“国家—领导人”作为分析单位。这主要是因为，本文所涉

及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变化均较为缓慢。以对美安全合作为例，签订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８）．

关于该方法的介绍，可参见：迟永：《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５６—８０页；唐睿、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２６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ＱＣＡ的双重检
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３９—５７页；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
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９０—１１０页；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
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２期，第１３０—１５５页。

Ａｎｎ　Ｍａｒｉｅ　Ｍｕｒｐｈｙ，“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

ｐｐ．１７４－１７７；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５９－
１８５；Ｅｍｉｒｚａ　Ａｄｉ　Ｓｙａｉｌｅｎｄｒａ，“Ａ　Ｎ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ｒｅａｔ，”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２３７－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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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安全合作协议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更重要的是，一旦安全合

作协议得以签订，便对国家行为构成制度性约束，而制度的改变又是缓慢

的。鉴于此，采取“国家—领导人”作为分析单位将更具科学性。

本文根据 Ａｒｃｈｉｇｏｓ领导人数据集①确定某一领导人的上任及离任时

间，并以每年的６月３０日为节点划分案例，即如果某一领导人于７月１日后

离职，则当年计入该领导人任期内，如果某一领导人于６月３０日前离职（包

括６月３０日），则当年计入下一任领导人任期。根据此标准划分后，如果某

领导人任期不满一年，则不包括在样本中。据此，本文共得到２４个案例。本

文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所涉及的原始数据集均采用“国家—年”为分析单

位。在原始数据集的基础上，求出相关数据在每一位领导人任期内的均值，

作为该变量在该案例中的取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本文认

为，均值及其校准值较好地反映了该领导人任期内的国内民主水平、对外经

济依赖以及安全合作等变量的整体水平。

（二）结果变量的操作化与校准

本文旨在解释样本国政府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通过这些政府与美国

的安全合作水平测量其对华制衡水平。肯尼斯·华尔兹曾将制衡分为内部

制衡与外部制衡，内部制衡主要依靠国家自身实力，外部制衡则主要依靠盟

友实力。② 本文认为，增加军费开支等内部制衡手段缺乏指向性，不能直

接反映出样本国政府针对中国实施的制衡。例如，军费开支增加可能被归

因于ＧＤＰ增长或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中美存在一定的战略竞

争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地区扮演“平衡手”的角色，因此，样本国政

府与美国开展的安全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前者对中国开展的

制衡。

本文通过两项指标测量样本国政府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第一个指

①

②

Ａｒｃｈｉｇｏｓ领导人数据集，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ｈｇｏｅｍａｎｓ／

ｄａｔａ．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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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样本国政府从美国进口的常规武器占本国常规武器进口总价值的比

重，该指标的数据来源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发布的军备转让数

据集。① 如前所述，本文以“国家—领导人”为分析单位，因每位领导人任期

不同，计算出各国领导人任期内该指标的年平均值，作为该案例的取值，具

体数值见表１中的“常规武器进口比重”。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国家，常规

武器进口比重这一指标随时间推移出现较明显的波动，本文认为该指标较

好地反映了安全合作水平的短期变化。

表１　安全合作水平的测量与校准

案例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校准值

安全协

议数量

安全协议

数量

校准值

安全合作

整体水平

（校准值）

印尼—苏哈托 ０．２０２　 ０．５　 ９　 ０．１０　 ０．３０

印尼—哈比比 ０．１１７　 ０．１６　 ９　 ０．１０　 ０．１３

印尼—瓦希德 ０．０８７　 ０．０９　 ９　 ０．１０　 ０．０９５

印尼—梅加瓦蒂 ０．０４４　 ０．０４　 ９　 ０．１０　 ０．０７

印尼—苏西洛 ０．０９６　 ０．１１　 １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４

印尼—佐科·维多多 ０．２１　 ０．５２　 １３　 ０．２０　 ０．３６

马来西亚—马哈蒂尔 ０．３０４　 ０．７４　 ５．６４３　 ０．０５　 ０．３９５

马来西亚—巴达维 ０．０６２　 ０．０６　 ６．６　 ０．０６　 ０．０６

马来西亚—纳吉布 ０．０８４　 ０．０９　 ８　 ０．０８　 ０．０８５

菲律宾—科拉松·阿基诺 ０．３５８　 ０．８３　 ６１　 ０．９８　 ０．９０５

菲律宾—拉莫斯 ０．４５３　 ０．９３　 ５３．６６７　 ０．９７　 ０．９５

菲律宾—埃斯特拉达 ０．４８４　 ０．９４　 ５５．３３３　 ０．９７　 ０．９５５

菲律宾—阿罗约 ０．６８５　 ０．９９　 ５６．５５６　 ０．９７　 ０．９８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 ０．６６７　 ０．９９　 ６１　 ０．９８　 ０．９８５

菲律宾—杜特尔特 ０．２２１　 ０．５５　 ６２　 ０．９９　 ０．７７

新加坡—吴作栋 ０．４７　 ０．９４　 ８．６４３　 ０．０９　 ０．５１５

新加坡—李显龙 ０．５１３　 ０．９６　 １９．９２３　 ０．５０　 ０．７３

① 军备转让数据集，ｈｔｔｐ：／／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ｐ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ｈｐ，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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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例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常规武器

进口比重

校准值

安全协

议数量

安全协议

数量

校准值

安全合作

整体水平

（校准值）

泰国—阿南·

班雅拉春—素金达
０．２７９　 ０．６９　 １９　 ０．４５　 ０．５７

泰国—川·立派－Ⅰ ０．４４８　 ０．９２　 ２０　 ０．５０　 ０．７１

泰国—川·立派－Ⅱ ０．３４６　 ０．８１　 １９．６６７　 ０．４８　 ０．６４５

泰国—他信 ０．４５１　 ０．９２　 １９．５　 ０．４８　 ０．７

泰国—阿披实 ０．０９　 ０．１０　 ２１　 ０．５２　 ０．３１

泰国—英拉 ０．１０８　 ０．１４　 ２１　 ０．５２　 ０．３３

泰国—巴育 ０．１７１　 ０．３６　 ２１　 ０．５２　 ０．４４

本文所采取的第二个指标是样本国领导人任期内与美国签署及存续的

安全合作条约与协议数量。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南亚国家与美

国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其波动较好地反映了安全合作水平的中长期变

化。该指标参考了兰德公司发布的美国安全条约与协议数据集①，此数据集

涵盖了１９５５—２０１４年美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全部安全协议与条约。此外，

本文又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生效条约２０１８》（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ｃｅ　２０１８）对该

数据集进行了更新。② 尽管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后冷战时期，但考虑到条约的

延续，不仅统计了每个样本国当年与美国新签署的安全协议与条约，还通过

累加方式统计了１９５５年后签署但在当年依然存续的条约和协议总数，并求

出不同领导人任内的年平均值，作为此案例该指标的取值，具体参见表１中

的“安全协议数量”。在计数过程中，排除了不提高对美国安全合作水平的

协议。例如，菲律宾于１９９１年与美国签署的两项关于美军撤出菲律宾军事

基地的协议就作为特例，不计入总数。

①

②

美国安全条约与协议数据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ｐｕｂｓ／ｔｏｏｌｓ／ＴＬ１３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ｃｅ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８２２２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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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取三值锚值法对数据进行校准，将区间变量转换成０～１之间的

模糊值。① 对于常规武器进口比重，将分界点设为５０％、２０％和５％，这表

示：当东南亚五国从美国的常规武器进口比重达到或超过５０％时，即认为其

完全隶属于（ｆｕｌ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与美国有密切安全合作”的集合；如该比例在

５％以下，则认为其完全不隶属于（ｆｕｌｌ　ｎ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与美国有密切安全

合作”的集合；２０％则为临界点（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ｐｏｉｎｔ），在该取值下，东南亚五国

集合隶属的模糊性达到最大。② 通过ｆｓＱＣＡ　３．０软件的校准运算，得到表１
“常规武器进口比重校准值”中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１，说明该案例隶属

于“与美国有密切安全合作”集合的程度越高。对于安全协议数量，则将分

界点设为５０、２０和５，这表示：当样本国政府与美国签署（及存续）的安全条

约和协议达到或超过５０个时，即认为其隶属于“与美国有密切安全合作”的

集合；如果协议数量在５个以下，则认为该案例完全不隶属于“与美国有密切

安全合作”的集合。③ 经过校准，得到表１“安全协议数量校准值”中的数值。

最后本文取常规武器进口比重校准值和安全协议数量校准值的平均值，以

此测量东南亚五国与美国安全合作的整体水平。

作为结果变量，安全合作整体水平的平均值为０．５０５４１６７，最大值为

０．９８５，最小值为０．０６，标准差为０．３１５８９７９。不难看出，分析对象的安全合

作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测量结果也进一步揭示了“对冲”这一概念的模

糊性。从国别上看，菲律宾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最高，但在杜特尔特任期

内出现了一定水平的下降，主要体现为常规武器进口比重的下滑。尽管如

此，美菲军事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仍保持了较高水平。杜特尔特上任后，虽然

其外交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美菲安全合作条约和协议的数量不减

反增，其盟友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受到影响。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另一个正

式盟友，泰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远低于菲律宾，且在不同领导人任期内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８），ｐｐ．８９－９４．
Ｉｂｉｄ．，ｐ．９０．
选５作为非集合成员的临界点，主要是因为一些安全协议虽被纳入本文的统计

范围，但不代表样本国政府与美国有特殊的、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２００９年美国加入的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是其中一例，中国也是该条约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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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较大。在５个国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整体较

低。近年来，美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强化安全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

极的举动。① 从本文的数据来看，美国对印尼的军售在佐科·维多多治下有

了明显增长，但两国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从而影响了安全合作的整

体水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加坡宣称奉行“大国平衡”外交，与美

国也没有签署正式的安保条约，但其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实际水平并不低，并

在李显龙治下得到了明显加强。

综上所述，在对东南亚五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进行系统测量之后，

发现东南亚五国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着重要差异，而以往研究多采用“对

冲”这一概念对五国的对华战略进行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差异性，

这也正是以往关于对冲的研究的局限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呢？这

是下文旨在回答的主要问题。

（三）条件变量的操作化与校准

本文涉及众多条件变量，首先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本文根

据样本国是否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对这一变量进行赋值。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是南海主权争端中的声索国，其相关案例赋值为０．８；尽管印尼不是

声索国之一，但其担心纳土纳群岛专属经济区与中国的“九段线”有重叠，因

此将印尼相关案例赋值为０．６；新加坡和泰国的相关案例赋值为０．２。

第二个条件变量是中美实力对比。本文采用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②里

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ＣＩＮＣ），并取中国与美国的ＣＩＮＣ指数之比。采用

①

②

Ｍｕｒｒｙ　Ｈｉｅ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Ａ　Ｕ．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２０２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ｃｓｉｓ．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３０９１７＿Ｈｉｅｂｅｒｔ＿Ｕ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ＷＥＢ．

ｐｄｆ；李益波：《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美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第 ７１—７３ 页；Ｉａｎ　Ｅ．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ｐｒｉｌ　２１，２０１４，ｐ．１４；李益波：《安静的合作：美马军事
关系的演进及前景》，《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３—７４页。

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ｗａｒ．ｏｒ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１３４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ＣＩＮＣ指数主要是因为该数据集比较系统，且得到了已有文献的广泛采用。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ＣＩＮＣ指数根据钢铁产量、军费开支、人口等指标合

成，受入选指标的影响，从１９９５年开始的绝大多数年份中，中美两国ＣＩＮＣ

指数的比值都大于１。显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

国。为纠正该测量方法造成的偏颇，将分界点设为１．５、１和０．８，即当中国

ＣＩＮＣ指数是美国的１．５倍及以上时，认为该案例完全隶属于“中国对美实

力优势”的集合。当中美两国ＣＩＮＣ指数之比小于０．８时，则认为该案例完

全不属于“中国对美实力优势”的集合。② 具体来看，中美ＣＩＮＣ指数的比值

在２００９年时达到了１．４２６，依据本文所选取的１．５的锚值，这意味着从当

年开始（至少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开始具备对美实力优势。可以说，这一校

准结果比较符合普遍认知，即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实力优势明显

提升。

另一组条件变量是东南亚五国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本文通

过东南亚五国对华、对美出口占其ＧＤＰ的比重予以测量。其中，出口额的

①

②

国家能力数据集的一个缺陷在于其仅更新至２０１２年。鉴于国家相对物质能力
改变的进程较为缓慢，为减少某一变量数据缺失造成的案例损失，本文采用２０１２年的数
据作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该变量的取值。由于中美ＣＩＮＣ指数的比值要在校准后才进入

ｆｓＱＣＡ的分析，所以ＣＩＮＣ指数的小幅波动并不会影响校准以及最终的分析结果。为进
一步确保数据的填补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也尝试对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２年
的数据进行了同样分析，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分析结果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锚值的设定要求研究者紧密结合案例，对案例有深入的理解。必须承认的是，

任何锚值的设定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不同学者会对锚值作出不同选
择。迟永在对“实力对称性”这一变量进行校准时，依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ｄ的做法将０．８设为
一个锚值，校准为１，即当两个国家ＣＩＮＣ指数的比值大于或等于０．８时，认为两个国家
实力完全对等。参见：迟永：《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
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７１ 页；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ｄ，“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００，ｐ．８９．本文则采取了更高的锚值，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本
文测量的是“中国对美实力优势”而非“实力对称性”；更重要的是，如果将０．８的实力对
比值校准为１，那么根据ＣＩＮＣ指数，自１９９０年开始，中国就对美国拥有了实力优势
（１９９０年两国ＣＩＮＣ比值约为０．７９１７）。这也意味着，在本研究中，实力对比这一条件变
量将变为常量，而失去了解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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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集①，而ＧＤＰ的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发

展指数②。与之前的处理方式一样，求出每位领导人任期内对华及对美经济

依赖的年平均值，再通过三值锚值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校准，分界点设为０．１、

０．０５和０．０２，即当对华（或对美）出口占其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０％及以上时，认

为该案例完全隶属于“对华（或对美）经济依赖”的集合，而当该比重在２％以

下时，认为该案例完全不隶属于“对华（或对美）经济依赖”的集合。

本文通过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到访次数，测量东南亚五国在美国外交

战略中的重要性，数据来源为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③。同样地，计算

出东南亚五国每位领导人任期内美国领导人的到访总数，再求出年平均值

并校准，分界点设为１、０．５和０，即当美国领导人的到访次数达到年平均１

次时，该案例完全隶属于“外交重点”的集合。

对于政治制度的差异，本文采用政体指数（ＰｏｌｉｔｙⅣ）④来衡量。通常认

为，政体指数在６～１０分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得分在－５～５的国家是混合

政体国家，得分在－１０～－６的国家是专制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

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政体得分也出现下滑。因此，为了更好地测量差

异，计算出东南亚五国与美国政体指数之差的绝对值，并进行校准，分界点

设为１５、１０和５，即当绝对差为１５或以上时，该案例完全隶属于“制度差异”

的集合。

最后一组条件变量涉及穆斯林人口比重。本文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⑤

计算出东南亚五国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重，并进行校准，分界点设为０．５、

０．２５和０．０５，即当穆斯林人口比重达到及超过５０％时，认为该案例完全隶

属于“穆斯林多数人口”的集合。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集，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ａｔ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
月１日。

世界银行发展指数，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
ＭＫＴＰ．ＣＤ／１ｆｆ４ａ４９８／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

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ｈｔｔｐ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ｖｅｌ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政体指数（ＰｏｌｉｔｙⅣ）数据集，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ｐｅａｃｅ．ｏｒｇ／ｉｎｓｃｒｄａｔａ．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联合国人口数据，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ｕｎ．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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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糊集分析的发现与讨论

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的通行做法，先对单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之后再对条件组合的充分性进行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在充分性的求解和

解的简化过程中，一些必要条件可能被忽略。对于这个问题，拉金有过较为

详细的解释，本文不再赘述。①

（一）必要条件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必要条件应存在于所有具备结果变量的案例

中，而具备必要条件的案例并不一定呈现出结果。从集合的角度看，具备结

果的案例构成具备必要条件的案例的子集。在模糊集分析中，这意味着案例

在结果变量的集合隶属值应小于或等于其在必要条件集合的隶属值 （Ｙ≤

Ｘ）。② 鉴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很难找到完美的子集关系。鉴于此，拉金提

出通过“吻合度”（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和“覆盖度”（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两个指标来衡量条件

变量是否构成必要条件。条件变量的吻合度衡量的是体现出结果的案例在

多大程度上也体现出该条件变量。③ 吻合度越高，则条件变量越接近于必要

条件。对于达到吻合度标准的条件变量，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覆盖度。条件

变量的覆盖度衡量的是该条件变量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结果变量。一些条件

虽然可能是必要的，但却在因果解释中没有真正的意义。比如，与美国进行

安全合作的国家，其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这个所谓的“必要条

件”并不能真正解释安全合作的水平，其覆盖度也会很低。

表２展现了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本文以０．９作为阈值，即当吻合度达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１０４－１０７．

Ｉｂｉｄ．，ｐｐ．２１４－２１８．
关于吻合度与覆盖度的计算方法，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８），ｐｐ．４４－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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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０．９时，才认为条件变量构成必要条件。根据这一标准，仅有“～对华经济

依赖”构成了必要条件，其覆盖度也达到了０．６。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说

３，即对中国经济依赖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表２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吻合度（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覆盖度（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对华威胁感知 ０．６５９６８８　 ０．６２７５４２

～对华威胁感知 ０．６５８３５２　 ０．６５９８２１

对美实力优势 ０．８０９３５４　 ０．５６７８１３

～对美实力优势 ０．４６０５７９　 ０．７３８５７１

对华经济依赖 ０．２９６６５９　 ０．５４７６９７

～对华经济依赖 ０．９１１３５８　 ０．６０４６１０

对美经济依赖 ０．７９８２１８　 ０．６２０９２９

～对美经济依赖 ０．４２９３９９　 ０．５６２４２７

外交重点 ０．６７２６０６　 ０．６１３８２１

～外交重点 ０．５９８６６４　 ０．６２８０３７

制度差异 ０．２３０２９０　 ０．６１５４７６

～制度差异 ０．８８９０８７　 ０．５３０８５１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２３１１８０　 ０．２６１３２９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８５０７７９　 ０．７３０６８１

　　注：“～”表示“逻辑非”（ｎｅｇａｔｉｏｎ）运算，如果一个案例在集合 Ｍ的隶属值为０．８，那么其在集合

～Ｍ的隶属值则为０．２（由１－０．８＝０．２得出）。

（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

对于未达到必要条件标准的变量，对其进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如果

一个条件或条件组合构成充分条件，则意味着所有存在该条件或条件组合

的案例必然也呈现出结果变量，但呈现结果的案例不一定呈现该条件或

条件组合。从集合的角度看，具备充分条件或条件组合的案例构成具备结

果案例的子集。在模糊集分析中，这意味着案例在条件或条件组合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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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值应小于或等于其在结果变量的集合隶属值 （Ｘ≤Ｙ），即前者是后者

的子集。①

本文采用真值表运算法，并依照惯例将吻合度阈值设定为０．８。ｆｓＱＣＡ　３．０

软件将得出３组解，分别为复杂解（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中间解（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与精简解（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包括或者

包含多少“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的条件组合。在本文中，纳入充分条件

分析的条件变量共有６个，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的条件组合则达到６４个（即

２６）。本文共有２４个案例，显然不可能覆盖所有条件组合，这就是所谓的

“有限多样性”问题。② 拉金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张研究者根据“反事实”

克服“有限多样性”的问题，以此对分析结果进行简化。例如，已有案例中不

存在“Ａ＊Ｂ＊Ｃ”这一条件组合，换言之，这一组合构成“反事实”。③在案例的

多样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得出了“Ａ＊Ｂ＊～Ｃ”构成充分条件这一复杂解。

如果已有研究或者经验知识已经证明“Ｃ的存在”将导致结果出现，那么可以

大胆利用“反事实”对分析结果进行简化，即认为复杂解中的“～Ｃ”是多余

项，“Ａ＊Ｂ”足以导致结果的结论。简化原理为

Ａ＊Ｂ＊ ～Ｃ＋Ａ＊Ｂ＊Ｃ≤Ｙ

Ａ＊Ｂ＊（～Ｃ＋Ｃ）≤Ｙ

Ａ＊Ｂ≤Ｙ

“～Ｃ”之所以出现在复杂解中，完全是因为缺乏“Ａ＊Ｂ＊Ｃ”的案例而无法将

其排除。

需要强调的是，在前一例中，将“Ａ＊Ｂ＊Ｃ≤ Ｙ”称为“简单反事实”（ｅａｓ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假如已有理论研究认为“Ｃ的不存在”（即～Ｃ）将导致结

果的出现，那么就无法确定复杂解中的“～Ｃ”是否是多余项，因为条件Ａ与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２３４－２３８．

“有限多样性”是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研
究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开展实验。事实上，案例数量的增多并不能解决“有限多样
性”的问题。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８），ｐｐ．９６－９９，ｐｐ．１４７－１５０．

“＊”代表“逻辑与”（ＡＮ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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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对结果的作用很可能取决于“～Ｃ”。换言之，“反事实”的“Ａ＊Ｂ＊Ｃ”可能

导致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将“Ａ＊Ｂ＊Ｃ≤ Ｙ”称为“困难反事

实”（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利用“困难反事实”简化复杂解，将得出极为

简单却不现实的精简解。例如，本研究的精简解仅涉及一个条件变量，即

“～穆斯林多数人口”，其吻合度约为０．７３，覆盖度约为０．８５０７７９。

综上所述，ｆｓＱＣＡ　３．０软件得出的复杂解不包括任何“反事实”，简单解

则既包括“简单反事实”又包括“困难反事实”。中间解则仅包括“简单反事

实”，较好地平衡了理论的精简性与对现实的贴近，因此成为研究的重点。

表３报告了本文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的３个中间解。中间解的整体吻合

度约为０．８５，整体覆盖度约为０．８１。可以说整个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

表３　充分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条件组合
覆盖度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净覆盖度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吻合度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中间解

对美经济依赖＊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６１９５９９　 ０．１６５７０２　 ０．８４７１３８

对美实力优势＊
对美经济依赖＊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５３８９７５　 ０．０８５０７７９　 ０．８７１７５８

对华威胁感知＊
对美实力优势＊
外交重点＊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人口

０．３６２５８４　 ０．１１０４６８　 ０．９９２６８３

解的整体吻合度：０．８５２７４９　整体覆盖度：０．８１５１４５

（三）讨论

综合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３

条路径可以导致东南亚五国相对密切的对美安全合作水平：第一条路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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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经济依赖＊对美经济依赖＊～制度差异＊～穆斯林多数人口”；第

二条路径是“～对华经济依赖＊对美实力优势＊对美经济依赖＊～穆斯林

多数人口”；第三条路径是“～对华经济依赖＊对华威胁感知＊对美实力优

势＊外交重点＊～制度差异＊～穆斯林多数人口”。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穆斯林多数人口”未达到必要条件所

要求的阈值，但该条件变量却出现在所有充分条件组合中。如何理解这一

结果？从逻辑上看，未达到必要条件阈值意味着无法声称“绝大多数与美国

有密切安全合作的政府都来自非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而该条件出现在

所有充分条件组合中则意味着，不具备该条件的国家，很难与美国开展密切

的安全合作。从经验证据上看，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

不具备“～穆斯林多数人口”的条件，其历届政府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也处于

较低水平。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诸多国别研究的成果。例如，一些学者指出，

虽然印尼国民军一直力图加强与美军的合作，但从国家整体层面上看，印尼

社会仍对美国在区域内的军事存在持负面态度①，历届政府长期以来奉行

“自由和积极”（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的外交原则，力图在主要大国间保持“动态平

衡”（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② 与印尼一样，马来西亚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

成员之一，对域外国家在本国或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样持负面态度，其社会中

普遍存在的反西方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美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③

此外，前文所得出的必要条件“～对华经济依赖”也值得进行进一步的

分析。根据必要条件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绝大多数与美国有着

密切安全合作的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都比较有限。然而是否可以就此

①

②

③

Ｅｕａｎ　Ｇｒａｈａｍ，“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５，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２１－３２２；李
益波：《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美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

７７—８１页。

Ｄｅｗｉ　Ｆｏｒｔｕｎａ　Ａｎｗａｒ，“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ｓｉ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ｂｒ．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ｕ－ｓ－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ｗａｒｄ－ａｓｉ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

Ｅｕａｎ　Ｇｒａｈａｍ，“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５，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２３－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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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会减少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呢？结合具体

的案例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下文将对此进行说明。

在进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时，ｆｓＱＣＡ　３．０的一个功能是对每个条件组

合的典型案例进行汇报。所谓典型案例，是指就该条件组合而言，案例的集

合隶属值大于０．５。表４中的第二列是每个充分条件组合所对应的典型案

例，括号中的两个数字分别为该案例条件组合集合（Ｘ）与结果变量集合（Ｙ）

的隶属值。以第一个条件组合为例，菲律宾的三个相关案例（拉莫斯、埃斯

特拉达、阿罗约）均符合充分条件的要求，即Ｘ≤Ｙ。可以认为，对美经济依

赖、政治制度的相似以及非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这三个条件，充分解释了菲

律宾与美国较为紧密的安全合作。此外，菲律宾的相关案例在“～对华经济

依赖”这一条件集合中的隶属值较高，这意味着菲律宾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水

平较低。将充分条件组合与必要条件“～对华经济依赖”进行“逻辑与”运

算①后，这些案例的条件组合集合隶属值未发生变化。

然而，与菲律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美国的“签约盟友”，泰国与美

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却明显偏低。在第一个条件组合下，泰国有３个相关案例

为异常案例，分别为阿南·班雅拉春－素金达、阿披实以及英拉，这３个案例

的Ｘ大于Ｙ。这意味着，尽管泰国和菲律宾一样具备了３个有利于对美安

全合作的条件，但３个异常案例对美安全合作的水平低于理论预期的水平。

然而，泰国对华经济依赖较明显，其相关案例在“～对华经济依赖”这一条件

集合中的隶属值较低。在引入“～对华经济依赖”这一必要条件后，“逻辑

与”运算的结果显示，两个泰国相关的案例（阿披实、英拉）得到了解释。可

以看到，在表４最后一列中，这两个案例在条件组合集合的隶属值（Ｘ）小于

结果集合的隶属值（Ｙ）。据此，可以认为，泰国对中国较高的经济依赖有助

于解释其有限的对美安全合作。从联合国Ｃｏｍｔｒａｄｅ② 公布的贸易数据来

看，自２００９年以来，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其ＧＤＰ的２％～３％，而在阿

①

②

“逻辑与”运算是指取该案例在两个条件集合隶属值中数值较小的一个。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ｐｐ．２３４－２３８．
联合国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集，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ａｔ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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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条件组合与典型案例

充分条件

组合
典型案例与集合隶属值

“～对华经济依赖”

隶属值

“逻辑与”运算后
集合隶属值

Ｎｏ．１
对美经济依赖＊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
人口

菲律宾—拉莫斯
（０．９４，０．９５）

０．９９　 ０．９４，０．９５

菲律宾—埃斯特拉达
（０．９５，０．９５５）

０．９９　 ０．９５，０．９５５

菲律宾—阿罗约
（０．８２，０．９８）

０．９１　 ０．８２，０．９８

泰国—阿南·班雅拉春－
素金达 （０．７，０．５７）

０．９９　 ０．７，０．５７

泰国—川·立派－Ⅰ
（０．６７，０．７１）

０．９９　 ０．６７，０．７１

泰国—阿披实
（０．６３，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２９，０．３１

泰国—英拉
（０．５９，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２８，０．３３

Ｎｏ．２
对美实力优势＊
对美经济依赖＊
～穆斯林多数
人口

新加坡—吴作栋
（０．５３，０．５１５）

０．４７　 ０．４７，０．５１５

新加坡—李显龙
（０．８２，０．７３）

０ ０，０．７３

菲律宾—埃斯特拉达
（０．６６，０．９５５）

０．９９　 ０．６６，０．９５５

菲律宾—阿罗约
（０．７３，０．９８）

０．９１　 ０．７３，０．９８

泰国—川·立派－Ⅱ
（０．６６，０．６４５）

０．９６　 ０．６６，０．６４５

泰国—他信
（０．６４，０．７）

０．７７　 ０．６４，０．７

泰国—阿披实
（０．６３，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２９，０．３１

泰国—英拉
（０．５９，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２８，０．３３

泰国—巴育
（０．６３，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７，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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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充分条件

组合
典型案例与集合隶属值

“～对华经济依赖”

隶属值

“逻辑与”运算后
集合隶属值

Ｎｏ．３
对华威胁感知＊
对美实力优势＊
外交重点＊
～制度差异＊
～穆斯林多数
人口

菲律宾—杜特尔特
（０．８，０．７７）

０．９４　 ０．８，０．７７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
（０．７３，０．９８５）

０．９２　 ０．７３，０．９８５

披实和英拉执政期间，泰国对华出口占其ＧＤＰ的比重则超过６％，这一对比

也进一步印证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组合下，同样存在着一些异常案例。其中一部

分案例在加入“～对华经济依赖”这一新的条件变量后得到了解释，用加粗

的字体予以强调。根据上述“逻辑与”运算的结果，可以认为，对中国的经济

依赖会减少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而对于对冲理论而言，这一分析

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作为“策略集合”的对冲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

其包含的对华制衡与对华追随会相互作用，从而推动对冲战略的不断演变。

必须说明的是，也有一些案例在加入必要条件后仍无法得到完全的解

释，包括：泰国—阿南·班雅拉春－素金达 （０．７，０．５７）、泰国—川·立派－Ⅱ
（０．６６，０．６４５）、泰国—巴育（０．６３，０．４４）以及菲律宾—杜特尔特（０．８，

０．７７）。具体来说，在考虑到这些国家政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水平以后，其

对美安全合作水平仍低于理论预期，这可能是由本文理论框架以外的因素

导致的。以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为例，该案例具备“对华威胁感知”等５个

有利于强化对美安全合作的因素，但实际安全合作水平却较低，这在很大程

度上与杜特尔特个人的国内与外交政策偏好有关。例如，杜特尔特在国内开

展的禁毒运动及其引发的人权问题，影响了该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

系。另一方面，杜特尔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也推动其向中国靠拢以

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菲美安全合作的充分展开。①

① 本文通过对华出口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东南亚五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水平，因
此不能反映中国投资或援助对东南亚五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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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本文认为，以往有关对冲的研究没有对中小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性给

予足够重视。通过系统测量东南亚五国与美国安全合作的水平，本文确证

了上述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本文发现，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

经济影响力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等条件，均对结果

变量有一定影响。分析结果还显示，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对美密

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深化对冲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首

先，在理论层面，东南亚五国对美安全合作水平的差异揭示了“对冲”这一概

念的模糊性。更重要的是，本文的分析结果还表明，所谓的对冲战略是一个

不稳定的平衡，其内部的制衡因素与追随因素相互作用，并可能推动对冲战

略的不断变化。具体而言，随着对华经济依赖程度的增加，中小国家将在与

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问题上采取更加审慎的立场，其对华战略将向追随转

变。相反，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则更有可能选择制衡中国。其次，

在实践层面，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外交成效

开展的讨论及质疑。通过东南亚五国政府对华出口占ＧＤＰ比重测量其对

华经济依赖程度，本文的分析结果意味着，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尤其是加大

中国市场的开放，促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将有助于缓解中国所面对的

战略压力。


